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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价值获取，关注持续优势

如何从创新中获益？如何从创新中赢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大卫·梯斯先生的
“创新收益框架”和“动态能力理论”，对这两个问题做出了深刻的解读，为
学术研究与企业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价值。

前沿  Frontier  

一个不创新毋宁死的时代，没有一

个组织会忽视创新之于公司生存与

发展的重要意义。因而，如何从创

新中获益？如何从创新中赢得持续的竞争优

势？不仅是企业实践特别关注的问题，也是创

新与战略管理研究一直以来的核心命题。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大卫·梯斯先

生的“创新收益框架”和“动态能力理论”，

梅亮 | 文

对这两个问题做出了深刻的解读，为学术研究

与企业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价值。

笔者有幸获得大卫·梯斯先生的邀请，

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管理

评论》执行主编陈劲教授，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哈斯商学院亨利·切萨布鲁夫教授一

起，对大卫·梯斯先生进行了一次访谈，深

度了解其创建的“创新收益框架”和“动态

梅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博士后，美国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
访问学者

在

——专访全球创新与战略管理大师大卫·梯斯教授

聚焦价值获取，
关注持续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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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仅限于湾区的几个城市，并没有获得更大

范围市场的成功。同样，施乐是最早将个人

电脑带入商业市场的公司，其对个人电脑的

发明也有许多的贡献，但也没有获得市场收

益的成功。 

所以，我的研究关注于一些在技术上取得

了重大突破、但并没有带来商业上的可行性与

收益回报的创新。也就是说，创新者并没有获

取创新的收益。

通常，创新的线性模型认为：你创造了某

项发明，并且证明了发明的概念，你将因为创

新而获得成功。显然，线性模型是错误的。

但在当时，并没有一个好的理论框架能够

解释这一种现象。为解释这一现象，我对创新

研究和实践中的一些关键因素进行了重点关注

和思考：

首先是知识产权保护。如果你可以成功

地对技术或产品创新应用“许可证”模式，那

么问题变得很简单：你发明，并对发明进行许

可证保护，你会因此做得很好。然而事实上，

一些公司在许可证战略上做得很好，甚至对这

一战略展开了大量的投资。但，获取创新收益

仅靠知识产权保护是远远不够的。你可以从野

中郁次郎先生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文章

中看到，从实验室向工厂转化创新的困难性有

多大。你也可以从我对通用汽车公司的观察和

研究中发现，没有人能够完美地“复制引擎”

（对创新实现有效、充分的吸收和转化）。通

用汽车发明了飞机发动机，但它在市场商业化

中失败了，最终通用汽车成为现在的“大众甲

壳虫”。

我由此关注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互补性

英国这样一个不断创造革命性技术、并将这些技术成功转化为产品的国家，却
在这些技术的商业化过程中表现得很糟糕。

能力理论”的思想精髓，并请他对未来的组

织管理进行了展望。

梅亮：很高兴您给予我们这次珍贵的访

谈机会。这次访谈将会基于您的“创新收益

框架”（Profit from Innovation Framework）理

论，以及另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动态能力”

（dynamic capabilities）理论展开。事实上，作

为研究者，我们阅读了大量您的作品，但是产

业实践者并非十分了解您的思想。因此，我想

从您思想的起源开始提问。“创新收益框架”

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您当初在提出这一理论的

时候，最初的深度思考是什么？

大卫·梯斯：“创新收益框架”最早起

源于我在新西兰读高中时对英国的观察。当

时我发现，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英国一

样重视科学技术。他们在科技面向人口和国

内生产总值上的投入比重居全球之首。但我

的疑问在于，为什么英国如此重视科技却不

能通过可行产品的商业化获取收益？这就是

最深层次的问题。

第二层次的问题也源于对英国的观察思

考。英国最早将核能应用于气垫船的发明，最

早实现了民用喷气式飞机的商业化，最早发

明医学成像技术（我指的是“CAT扫描”，

这是自“X射线”以来最革命性的技术创新之

一）。但是，这样一个不断创造革命性技术、

并将这些技术成功转化为产品的国家，却在这

些技术的商业化过程中表现得很糟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美国也观察到

了类似的现象。美国发明了录像机（Video 

Cassette Recorder: VCR），但其影响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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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例如，对于个人电脑刚推出市场的时

候而言，个人电脑市场的蛋糕是非常大的。大

量的资金从上游流向下游，电脑零售商一般都

有五到六个品牌的电脑产品，直到戴尔在这个

产业赢得了市场竞争。戴尔的优势在于他们能

够突破这个产业的发展瓶颈，这很重要。我引

入了“难以复制的互补性资产”这一概念，来

对发展瓶颈这种情况进行表述。

下一个关注点就是时机和标准了。你知道

亨利·福特并不是最早的汽车发明者，但他是

最早开启汽车大规模市场化的人。时机是指，

要思考置身于一个主导性标准涌现的时间点。

比如录像机的发明者在早期拥有影响力，能

够以昂贵的价格和电视机一起出售产品，但只

有在工程师用规模化制造降低了录像机成本之

后，大规模市场化机会才来到，但发明者在大

规模市场化之前就离开了。

“创新收益框架”就是将标准、主导性设

计、互补性资产、知识产权、时机等这些要素

进行思考，并整合起来的研究框架。

这是一个可预测的模型，而且相比动态能

力而言，是一个更容易测试的模型。虽然这个

理论和模型最早是在1986年发表的，但“创

新收益框架”在现在依然有其借鉴意义，比如

互补性资产在数字经济时代就非常重要。

梅亮：我发现您的“创新收益框架”主

要是聚焦创新者（创新公司）的价值获取。如

何将其与价值创造相联系呢？或者说基于您的

“创新收益框架”，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的边

界如何界定？

大卫·梯斯：“创新收益框架”是聚焦价

值获取的。如果我试图将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

都放进来，这会使框架变得很复杂。这个框架

能够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聚焦有

限的问题，也即你如何获取价值。关于如何创

造价值，像开放式创新、动态能力等研究都有

提及。在“创新收益框架”提出以前，没有人

关注于价值获取。因此，我对没有涉及价值创

造并不感到遗憾。

梅亮：“创新收益框架”本质上是从创

新者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一方面，创新者可以

通过创新推动增长和竞争力的提升。但另一方

面，创新者无法确保自身的创新价值获得保

护。那么从创新的模仿者、跟随者、后发者的

角度，这个框架的意义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大卫·梯斯：事实上我的书《Manag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Organizational, 

Strategic, and Policy Dimensions》（《管

理智力资本：组织、战略与政策》）有一个章

节专门谈论了这个问题。在这本书中你会发

现，即使不是一个创新者，倘若你拥有互补性

资产，你依然可以获益。所以，后进者或者跟

随者可以通过互补性资产而获得创新收益。比

如，在录像机产业的商业化过程中，如果你有

磁头技术，你会主动希望把他放到录像机上，

而不是因为不得不这样做。

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可以利用自己的国内

市场来控制国外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开展分销的

权利。日本早期就是这么做的，现在日本的市

场有一些开放了，但是日本对于本国市场的封

闭，和对技术许可权的保护与投资，使他们从

西方的技术中获取了很多收益。

所以，“创新收益框架”不仅仅对创新

者是有用的，其对于互补性资产的拥有者也尤

其重要，这也是该框架对创新跟随者的价值。

一个最浅显易懂的例子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

淘金热年代，最赚钱的人并非是那些挖金矿的

人，而是那些出售可穿带的牛仔裤和金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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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这些要素可以构建吗？这些要素可以购买

吗？这些要素是公共产品还是很难获取？如果

这些要素很容易获取，那么“微笑曲线”就要

反转了。

另一方面，假设经济价值主要集中在研

发和市场两端，研究并未有效解释企业如何

有效从微笑曲线的中间向两端转型的机制。

实现转型的机制是学习。以富士康为例，如

果富士康开始制造手机了，我认为苹果会终

止与富士康的合作关系。他们之间可能有正

式的协议规定富士康不能做手机业务，但这

样的话富士康战略上似乎是受限的。基于我

对一些企业的观察，很多代工厂商在原先的

代工业务之外，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开展自

主业务，比如富士康就可以到苹果公司不关

心的新兴国家市场，制造并销售手机。但是

以上这一些现象背后，其相关的组织学习机

制是缺少研究的，也许我可以问问亨利是否

有有效的理论解释这种学习过程。

亨利·切萨布鲁夫：当我们思考其中的

“学习”机制时，“创新收益框架”变得更有

意义了，没有一个框架可以在创新收益上与之

相媲美。

大卫·梯斯：“动态能力”理论讨论的是

“创新收益框架”遗留的问题。当你开始思考

创新，开始考虑如何创造价值，而不是仅仅关

注商业模式创新的收益时，你需要弄清楚一些

事情，这就是动态能力理论中的感知、抓取等

所关注的：一方面要创新，另一方面要开展有

深度市场需求的创新。所以要将创造新事物的

能力和对市场的理解相互联结起来，这就是动

态能力思想的核心。

亨利·切萨布鲁夫：对的，动态能力涉及

的就是“我”感知、抓住所有内部和外部事物

并将其整合起来的能力。

人。你能从这里看到李维斯的总部，这是淘金

热时代的互补性业务，这些工人和金子相关的

业务之间是很近的。所以加州淘金热年代互补

性资产的拥有者比挖金矿的人更赚钱。

梅亮：你知道中国一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

方面有待完善，另一方面中国又拥有支持性的

国家创新体系、巨大的国内本土市场、强大的

制造能力与分销体系。在中国情境下，“创新

收益框架”有什么新的意义吗？

大卫·梯斯：这个问题很好！我认为中国

政府清楚地了解如何从创新中获益。他们有限

度地放宽准入，很好地管控了互补性资产（如

市场）。比如对于滴滴和优步，或是对于阿里

巴巴和eBay等都是如此。对于西方的创新者

而言，他们很难接近中国本土的互补性资产，

中国对这些本土的互补性资产进行了很好的管

控。事实上大量的创新价值都基于中国对互补

性资产的有效管控而获得了。

梅亮：下一个问题涉及“创新收益框架”

面向新的情境的延伸，比如数字经济的兴起，

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等。您如何

看待这一现象？

大卫·梯斯：你应该熟悉“微笑曲线”，

其最初是由宏碁的CEO施振荣提出。“微笑

曲线”强调曲线两端的价值增值，如同人的微

笑一样，经济回报主要会流向研发端和客户

端。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创新收益框架”

也许会承认，很多时候“微笑曲线”是有道理

的。但问题在于，“创新收益框架”会关注瓶

颈性的资产在何处，复制资产的难点在何处。

“创新收益框架”的核心就是：你无法假定结

果和稀缺性，你必须关注每一个阶段什么要素

是创新所需要的支持要素？这些要素可以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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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亮：我能说这就是动态能力的思想来

源吗？我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动态能力理论到

底是怎么产生的，其背后深层次的思想来源是

什么？

大卫·梯斯：正如亨利刚才所说的，“创

新收益框架”非常简单，她聚焦于企业或者个

人的产品，意思就是说这个产品就是我们能够

获胜的创新法宝。但这个框架没有说什么样的

企业会从这个产品的创新演进过程中获胜。

所以我需要在个人层面和企业层面解释这个问

题，这就需要在“创新收益框架”之外提出一

个更大的框架了。

动态能力理论涉及到的问题比“创新收益

框架”涉及的问题复杂得多。对于企业来说，

要在单一创新产品之外考虑更多的创新组合。

此外，企业在思考推动创新的动力因素之外，

还需要进一步思考与创新过程相关的演化、

匹配、适应等问题。你可以每周创造一个新产

品，很多硅谷的公司都是这样的，但是你如何

了解下一个大的发展机遇呢？你如何像史蒂

夫·乔布斯那样了解下一个风口呢？所以，首

要的是你需要感知，然后抓住机会。

亨利·切萨布鲁夫：动态能力同时回答了

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企业之间的持续差异

在于其创新能力的差异。“创新收益框架”更

多聚焦于单个创新的层面，动态能力理论则关

心企业间的持续差异。短暂的差异可能很容易

被套利，或者很容易使企业退回到平均水平。

动态能力理论的要点就是要研究和解释企业差

异的持续存在是如何产生的。

大卫·梯斯：犹他大学杰恩·巴尼（Jay 

B.Barney）教授的资源基础观被认为是大

卫·李嘉图之后，探讨经济资源稀缺性的另一

个重要的理论。但是很明显，资源基础观忽视

了创业创新的视角解读。动态能力理论试图借

鉴资源基础观的框架要素。我认为资源基础观

其实是“创新收益框架”的一个简化版本，比

如资源的稀缺性、有价值性、不可模仿性等

动态能力涉及的就是“我”感知、抓住所有内部和外部事物并将其整合起来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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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些深层次的思考便是动态能力理

论的起源。

梅亮：您在最新的《美国管理学会展望》

杂志（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研究成果中，提到了常规能力和动态能力。为

什么这样提，两者有何区别？

大卫·梯斯：我花了十年时间去谈论动

态能力。每当我提到动态能力时，人们总会

问及动态能力和其他能力的区别是什么。所

以我认为有必要对此做一个解释。事实上西

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采用了运作能

力（operating capabilities）的概念。关于

能力的讨论包含许多复杂的想法。从战略的

角度，动态能力和常规能力的不同在于，常

规能力本质上是可以复制的。如果你想在刚

果来创建一个可口可乐公司，通过卖碳酸饮

料来赚钱，你可以通过常规能力来赚钱。因

为对于刚果这样的市场，要躲避动乱袭击喝

到干净的水都是不容易的事情，何况是开发

等，这些和“创新收益框架”所讲的是一回

事。因为没有理论去阐释知识产权，你如何使

知识产权变得稀缺呢？如何使知识产权变得对

市场有价值？资源基础观更多的是大卫·李嘉

图的思想延伸，而我是约瑟夫·熊彼特的追随

者。因此问题变成了你如何获取这些资源，思

想要从一个静态的框架转换到一个动态的框架

之中，这就是动态能力理论最初的思想起源。

动态能力所讨论的是一个最深层次的问

题，也是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没有回答的

问题。波特强调了解释竞争优势的五个驱动力

（五力模型），但现在我们看到，按照五力模

型来对竞争优势进行解释不一定是对的。使我

感到沮丧的是，没有人试图去探讨、解释竞争

优势的深层次问题。这种深层次的解释是每一

位企业高管每天早晨起来要思考的问题，是每

一位优秀的股票分析师基于长期考虑购买公司

股票所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国家希望拥有

持久发展的企业并不断创造就业岗位时所思考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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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饮料。但是企业的竞争优势则需要更多

的能力，竞争优势是指一个企业需要比竞争

对手获利更多、存活更长，因此，它需要动

态能力。动态能力是由创新驱动的，但不仅

仅涉及研发和创新，更应该涉及面向市场的

研发和创新。因此，动态能力的思想是有关

进化与适应的。

梅亮：那么，对于中国不同类型的企业

而言，比如国有企业、中小企业或者创业公

司，他们在提升动态能力方面有些什么不同的

地方吗？

大卫·梯斯：对于新创公司而言，你很容

易发现一些成功的小公司，他们已经有能力很好

地联结资源并健康地进化适应，否则他们就会失

败。所以你会发现一些成功的新创企业已经拥有

了一定程度的动态能力。这些企业至少实现了技

术与商业模式机会的匹配。但之后的问题是，他

们能不断发展、不断复制这种能力吗？

当公司不断发展壮大时，企业会更加关注

成本、关注效率。这时，企业会开始强化公司

的常规能力。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

业必然要考虑将常规能力与创新、动态能力、

效率等协同起来。所以动态能力对于年收入

5000万美元的企业来说相对简单，但对于年

收入50亿美元的企业，比如中国的国企而言则

很难。对于50亿美元的企业来说，获得全球销

售网络，实现规模收益与品牌价值都是企业应

该具备的动态能力。所以当公司成长并试图获

取成功的时候，你会逐步陷入一种窘境，也即

你的动态能力越来越难以管理，甚至从你的愿

景中偏离出去。

梅亮：你认为动态能力可以被测量吗？基

于我对文献的阅读，我发现研究层面很少有关

于动态能力的测量和实证探索。

大卫·梯斯：动态能力是个理论框架。

比如，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是一个描述性的理

论，没有人会从测量的角度去探究它。我们认

为动态能力的要素是基于企业的资源配置，

如，某企业今年的开支比去年开支多出2%，

而这2%是用于资源配置的调整和改变，基于

这样的调整和改变，公司今年经营得很好。这

样的事实可以算作是动态能力理论框架的测量

吗？不。但是它确实从测量的角度反映了动态

能力框架的某一个要素。

同样的情况在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框

架中也存在。我是第一个将威廉姆森的交易成

本理论推向实证研究的人，这个实证研究为威

廉姆森获得诺贝尔奖提供了一个自由通行证。

但是，一个理论框架并非一定需要建立在可测

量的要素基础之上。

我认为有一些动态能力的要素是可以建

立在测量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并不能帮助你

了解世界。你看过熊·彼特的书，书中没有

任何的测量。凯恩斯的书、纳丹·罗森伯格

（Nathan Rosenberg）的书，里面都没有测

量。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用

“鉴赏式理论”（appreciative theory）去

描述这类的理论研究。我认为动态能力理论也

属于鉴赏式理论的范畴。

梅亮：在动态能力的研究中，有很多概

念性论文、理论性论文，但是实证研究相对缺

少。这个是否会在未来有所发展？

大卫·梯斯：这和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

论是一样的。在我的研究之后，很多学者自然

会在其他能力方面进行延伸，比如面向汽车产

业、飞机产业等等。但是在强大的理论与实证

支持之外，动态能力理论试图去解释更大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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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这其实是一个系统。

动态能力是一个可行的系统理论，这是别

人没有思考过的，我试图弄清楚。我试图回应

那些创建管理科学系统理论以及创建管理科学

领域的早期学者，达成他们未完成的心愿。之

前我认为工程师才有系统理论。比如，如果你

要建造海湾大桥，你必须采用系统思考，如何

把桥梁线路布置好，如何把他们系统地连接在

一起，否则就不能实现。但在管理领域，我们

没有系统理论。这不是因为在学术世界，组织

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因为我们都试图去测量，

希望在组织研究的细分领域深入探索。所以，

我认为现在至少应该有一个基于竞争优势的系

统管理理论提出来。

陈劲：那么，作为一个管理大师，你是如

何思考未来的管理的？

大卫·梯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

得商学院现在越来越脱离实践了，因为他们的

研究变得越来越狭窄，让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这个问题。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概是从19世纪90

年代开始发展商学院的。在开始的那段时期，

商学院非常像贸易学院。

到了20世纪50年代，伯克利商学院有

了伟大的愿景，就是把科学引入商学院教育

之中，我们摆脱了那些来自实业界的学术研

究者。

现在商学院存在的问题与那时相比正好相

反。对于大多数商学院来说，除了一些很小的

领域会与商业实践有关，大多数的研究与商业

实践已经越来越不相关了。如果企业遇到的是

有一个非常狭窄的商业问题，他们才能在商学

院寻找到帮助。

在商学院中，具有连续培训经验、且能

够为企业高管的管理问题提供解决视角进行思

考的学者已经非常稀少，这一类的理论包括切

萨布鲁夫的开放式创新，我所做的动态能力研

究。但是，数量屈指可数。

我认为未来的管理应该需要我们整合现在

拥有的知识，并同时考虑企业现有或未来即将

拥有的新技术的发展情境。比如人工智能，它

是可以将公司常规能力转化为动态能力的，直

到这个能力被他人再次赶上。

当我们开始考虑所谓的“奇点”这类大问

题的时候，我认为未来10-20年的管理核心在

于：创造有意义的框架去解释人们（不仅仅是

管理者，还包括政策制定者）如何决策。你看

现在的美国领导人特朗普，他有一种本能来识

别出目前那些美国经济政策学者说的不一定是

正确的。特朗普无法告诉你学者的误区在什么

地方，但他的本能让他知道，他们的建议中有

一部分是不正确的。如果有一个管理框架能够

解释清楚特朗普是如何做决策的，一定是很有

意义。

另外，企业治理对于管理学也很重要。

治理的问题不在于使法学研究者更关注治

理、使管理学者更关注管理。在学术界，我

们试图实现评价衡量与管理最简单的方法，

是尝试回答一个非常狭窄的研究问题，看看

人们是否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而对于问

题本身是否有兴趣，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重

未来的管理应该需要我们整合现在拥有的知识，并同时考虑企业现有或未来即
将拥有的新技术的发展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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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所以，在管理学进行企业治理的研究，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从这一点来看，商学院

也到了必须实施变革的时候，否则商学院就

变得可有可无了。

对管理者而言，管理者必须理解全球化条

件下、多利益攸关环境中的各种要素，这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管理学的研究方向是应该能帮

助管理者应对这样的挑战。

亨利·切萨布鲁夫：在前面的问题中，

我们讨论了您重要的两个研究议题：创新收

益和动态能力。但与此同时，您又是一个领

导1200名员工的成功企业领导者。所以我的

问题是，既然你身兼研究者思想家、以及企

业家领导者的双重身份，面且您创办了多家

公司，这些企业管理的经验是如何影响您的

思想和研究思考的？

大卫·梯斯：就管理企业来说，我是有优

势的，尽管我个人的经验可能不多，但是我在

长期的学术研究工作中汇集了成千上万公司管

理者的经验。这些经验能够让我在每一天做出

快速的决策。因为我没有太多用于管理实践的

时间，作为一个身处学术界的企业家，我必须

快速思考并做出决策，并需要其他成员有条不

紊地推进。商业对话往往需要快速思考，而学

术研究往往需要慢慢思考，他们彼此之间是相

辅相成的。

亨利·切萨布鲁夫：我是否可以理解为

你的学术经历和实践经验帮助你思考并构建理

论。当条件允许的时候，你不仅仅需要自己去

观察，你也可以从你的经验中提炼应用一些框

架，将外在条件与理论进行匹配以快速做出相

关的决策。

大卫·梯斯：是的。比如对于人工智能

的有关决策，我可以将所有看到学到的文献

应用于我的决策之中。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阅读成千上万他人的研究文献，我掌握的许

多知识来源于文献，但是我能在相关的实践

情境中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在我的企业中

经常发生这类情境，许多事情在当时还没有

事实发生，但在我阅读过的文献中已经发生

过，我就试图快速地到达文献中提到的那些

地方。也许这对于其他企业而言是很困难的

事情，但通常在我的组织内部很容易就达成

共识。当你决策的是之后的一至两年才会发

生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需要做的事情会

出现模糊和不清晰，这时候我作为思想型企

业家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

另外，当组织出现固化，我的团队不知道

如何推进的时候，我会去做这个关键的决策。

很多时候我不需要围绕团队成员，我只需要去

做关键的决策，当然这些决策是存在很大的不

确定性和模糊性的，且关系到很多人的职业。

所以我认为自己是从学术研究中获益的，其帮

助我做出很多艰难的商业决策。

这种困难决策并非每一天出现在你的脑海

中，更像是我们没有处理过但需要面对的许多

问题，因为组织向许多方向发展。我所面对的

不是相同的问题，但是我需要辨别他们，迎接

这些长期和持续存在的问题。因此对于我的团

队而言，我的工作是让显而易见的事情变得更

明确。许多人不能连接到一些关键点，但是对

于我的企业来说可以连接到，这是源自于对事

物有了普适性、系统性的认识以后所形成的深

层次连接。所有这些都影响我，使我能够一直

积极主动地来做决策，并引导团队中的管理者

对我的决策做出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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